
 

哈耶克與台灣的經濟學  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

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
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
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
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
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

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
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
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
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
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
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
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
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
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
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
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
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
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
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
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
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
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
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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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
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
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

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
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
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
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
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
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
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
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
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
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
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
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
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
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
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
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
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
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
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
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
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
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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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
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
”二字来形容的。

1981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
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
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
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
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
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
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
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
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
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
（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
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
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
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
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
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
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
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
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
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

 
哈耶克三访台湾
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

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
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

1965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
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
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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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
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
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
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
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

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
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
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
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

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
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
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

1966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
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
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
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

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
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
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
：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
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
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
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

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
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
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
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
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
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
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
译，听众爆满。

11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
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
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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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
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
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
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
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
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
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
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
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

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
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
（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

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
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
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
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
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
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
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
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

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
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
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
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
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
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
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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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
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
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
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
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
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
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
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
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
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
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
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
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
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
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
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
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
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
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
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
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

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
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
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
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
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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